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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 OECD 成员国为例

高雨虹

［摘 要］ 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OECD成员国数据的分析，

探讨了影响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税收政策对第三次分配存在积极作用，制定

财政政策时需要谨慎权衡，避免政府支出可能导致的挤出效应。此外，本文对五个典型国家的慈

善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案例分析表明，慈善机制在

设计时需注重激励和透明度，加强对慈善项目执行的监管，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确

保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需注重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体系的建设，确保其与国家的法律、

政策以及社会和经济的运作方式相协调，使更多人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关键词］ 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慈善捐赠；志愿服务

一、引言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国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但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贫富

差距问题逐渐凸显，引发了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 年至今我国基尼系数持续走

高，2020 年已达到 0.465，远超国际公认的不平等警戒线 0.4。a这一现象不仅会制约内需和消费，

阻碍经济发展，更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形成严重挑战。因此，在收入分配调节中如何缩小贫

富差距，充分发挥各层级分配体系的功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021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

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其中，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的重要补充。但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慈善捐赠的法律监管体系还有

待完善，民众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b 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在收入分配调节中

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城乡差距等问题依然突出，需要进一步完善

制度设计。在推动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同时，需要注重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协调与配合。一方面，

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扩大社保覆盖面，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完善第三次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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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和政策，激发社会慈善热情，形成收入分配多元化调节机制，为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ECD 成员国）的数据对第三次分

配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OECD 成员国在社会福利、收入分配和慈善事业方面的政策与

制度体系较为成熟，并兼具多样性和代表性。通过与 OECD 成员国的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

识到我国在社会分配领域存在的差距，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推动第三次分配

的健康发展。

本文有两个创新之处。首先，利用 OECD 成员国的数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了第三次

分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税收政策对慈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显示了再分配对于第

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同时，揭示了政府支出与慈善活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在志愿服务和高收入

国家的慈善活动中，需要警惕政府支出可能带来的挤出效应。其次，本文通过对典型国家慈善

机制的剖析，为我国发展第三次分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慈

善行为的内在机制，而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促进我国第三次分配的良

性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文献回顾

西方经济学将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由市场主导，涉及生产要素的收

入分配；而再分配则体现政府的干预，通过财政支出、社会保障等手段来平衡社会财富。虽然

慈善捐赠常被视为再分配的一部分，但与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存在显著差异。第三次分配概念由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强调个人或企业自愿通过慈善和公益行为捐赠部分收入，a 这一过

程主要依赖于道德力量，属于广义的社会再分配范畴。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配的主

要表现形式，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其影响因素。

在微观层面，个体的社会特征显著影响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首先，受教育水平对个体的

捐赠和志愿服务行为具有显著影响。b教育水平正向影响慈善捐赠，c但对志愿服务的影响有争

议。教育既能提高志愿服务参与度，d 又会增加志愿服务的机会成本。e 其次，个人收入对第三

次分配的影响不容忽视。关于个人收入与慈善捐赠的关系，虽然存在 U 型关系的观点，f 但这

a 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7 页。

b  Eleanor Brown, James M. Ferris, "Social Capital and Philanthropy: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Indi-
vidual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Nonprofi 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7, 36(1).

c  W. Keith Bryant, et al., "Participation in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Donating Money and Time,"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003, 26；朱健刚、刘艺非：《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2024 年第 2 期。

d  Debbie Haski-Leventhal, David Bargal, "The Volunteer Stages and Transitions Model: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Volunteers," Human Relations, 2008, 61(1).

e John Wilson,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1).
f  Gerald E. Auten, et al., "Charitable Giving, Income, and Taxes: An Analysis of Panel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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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系存在争议。有研究显示收入增加并未显著改变捐款额度占收入的比例。a 收入对志愿服

务的影响也尚未明确，有研究显示低收入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较少，b 也有研究发现经济状况较

好的群体可能更倾向于不参与志愿活动。c 最后，就业状况对志愿服务的影响显著，但对慈善

捐赠的影响相对较弱。研究发现，工作时间与志愿服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兼职工作者更有

可能参与志愿服务。d考虑到就业与个人收入的关联，这一影响在不同国家可能存在差异。综上，

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教育水平、个人收入和就业水平是影响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但具体

影响程度和方向需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从宏观层面看，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对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的影响尚无定论。一方面，经济

增长推动中产阶级壮大，使其不仅具备参与志愿服务的技能和知识，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可

用于慈善捐赠的资金也会增加。e 另一方面，富裕国家的政府福利支出较高，现有政府服务已

满足部分社会需求，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私人慈善需求。f 但实证研究显示，慈善捐赠与经济

增长正相关，这一结论在国内外数据中均得到了支持。g

关于政府支出和税收如何影响个人慈善捐赠，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一方面，政府支出减少

个体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及慈善组织的募捐意愿和能力，产生挤出效应。h 另一方面，政府

支出未必会挤出私人慈善捐款，高福利国家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i 另外，税收虽减少捐赠者

的可支配收入，但也能通过降低捐赠的实际成本来鼓励更多捐赠，长期影响方向不确定。j 在

志愿服务方面，政府支出通过影响社会关系认知和提供基础设施提升参与意愿。k实证研究表明，

政府支出对志愿服务产生积极影响。l 税收则影响志愿活动的机会成本，具体影响方向取决于

a  Paul G. Schervish, John J. Havens, "Do the Poor Pay More: Is the U-shaped Curve Correct?" Nonprofi 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1995, 24(1).

b John Wilson,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1).
c  王新松、赵小平：《中国城市居民的志愿行为研究：人力资本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3 期。

d  Christopher J. Einolf, "Gender Diff erences in the Correlates of Volunteer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 Nonprofi t and Vol-
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1, 40(6).

e  Christopher J. Einolf, "Cross-national Diff erences in Charitable Giving in the West and the World," Voluntas: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 t Organizations, 2017, 28(2). 

f  Lester M. Salamon, Helmut K. Anheier, "Social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 Explaining the Nonprofi t Sector Cross-nation-
ally,"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 t Organizations, 1998, 9(3).

g  王锐：《慈善事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商业研究》2011 年第 1 期；Christopher J. Einolf, "Cross-na-
tional Diff erences in Charitable Giving in the West and the World,"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 t Organizations, 2017, 28(2).

h Peter G. Warr, "Pareto Optimal Redistribution and Private Char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2,19(1). 
i  张奇林、宋心璐：《中国政府社会救助支出对民间慈善捐赠的挤出效应》，《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2 期；

Jyoti Khanna, et al., "Charity Donations in the UK: New Evidence Based on Panel Dat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 56(2)；Juha Kääriäinen, Heikki Lehtonen, "The Variety of Social Capital in Welfare State Regimes—a Compara-
tive Study of 21 Countries," European Societies, 2006, 8(1). 

j  Richard Steinberg, "Taxes and Giving: New Finding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 t Or-
ganizations, 1990, 1(2).

k Hackl Franz, et al., "Volunteering and the State," Public Choice, 2012, 151.
l  Kathleen M. Day, Rose Anne Devlin, "Volunteerism and Crowding Out: Canadian Econometric Evid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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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活动所在行业及慈善捐赠税收的交叉价格弹性。a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 和假说 3。

假说 2：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第三次分配产生正向影响。

假说 3：政府支出和税收会影响第三次分配，其具体方向需进一步验证。

综观国内外有关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研究多集中在微观和国家层面，较少涉及

国家间比较。国内研究则更偏向微观层面，关注企业与家庭慈善捐赠行为。但需要认识到，国家

经济实力、政府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宏观因素在塑造社会再分配格局、引导社会参与中具有关键作

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不仅为慈善捐赠提供物质基础，还通过改善社会环境、提升公民素质等方

式，间接促进了志愿服务活动的发展。政府政策如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对个人和组织的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行为具有显著的激励或约束作用。税收政策作为调节财富分

配手段，其调整将直接影响捐赠意愿和能力，对第三次分配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作为第三次分

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活动在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福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国内

对志愿服务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限制了对第三次分配的全面理解。因此，需要探讨宏观因素和国

家间比较，并关注志愿服务领域，以更全面理解第三次分配作用机理，促进其健康发展。

三、第三次分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针对本文提出的假说 1、2 和 3，本文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国家及年份。同时考虑国家固定效应（μi）和年份固定效应（ξt），

误差项（εit）采用稳健标准误，以进一步控制潜在的异方差问题。

本文选用世界慈善捐助指数（WGI）衡量第三次分配水平。WGI 由慈善救助基金会依据盖

洛普的调研数据编制，覆盖了全球 140 多个国家。相较于以往研究中使用的问卷调查数据，

WGI 具有显著的优势。其一，WGI 关注慈善捐赠的同时考虑志愿服务，更全面地反映了第三次

分配的实际状况。其二，WGI 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指标，使得各国之间的比较变得简单直观。其

三，WGI 并未将国家对外捐助纳入考虑范围，而是专注于国内慈善活动，这更能准确反映一国

在第三次分配方面的实际能力和成效。因此，通过运用 WGI 这一指标，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

把握各国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的表现。

X 为自变量集合，我们综合考虑了影响国家慈善捐助水平的多个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发

展水平（以人均 GDP 对数表示）、技术水平（以美国为基准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人口规模（以

百万人口数量对数表示）、就业水平（以就业率表示）、年龄结构（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

a  Lewis M. Segal, Burton A. Weisbrod, "Volunteer Labor Sorting Across Industri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
agement: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002, 21(3)；Richard F. Dye, 
"Contributions of Volunteer Time: Some Evidence on Income Tax Eff ects," National Tax Journal, 1980,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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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育水平（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数表示）、收入水平（以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表示）、

政府支出（以政府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以及税率（以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表示）。

38 个 OECD 成员国以发达国家为主，并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和社会分配制度方面

表现出较高水平，因此其数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并考虑到新冠疫情对

经济数据的潜在影响，本文选择 OECD 成员国 2010 至 2018 年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各变量描

述性统计见表 1。a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世界慈善捐助
指数（WGI）

慈善捐助指数（%） 331 37.662 12.651 13 64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对数（美元） 342 10.497 0.417 9.324 11.664

技术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 342 78.548 14.944 49.551 133.674

人口规模 百万人口数量对数（百万人） 342 2.556 1.517 -1.146 5.789

就业水平 就业率（%） 341 67.063 7.268 46.275 86.525

年龄结构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342 16.002 4.324 6.117 27.992

教育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数（年） 342 2.457 0.159 1.959 2.648

收入水平 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 342 54.871 7.113 33.21 68.43

政府支出 政府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 341 20.084 5.941 7.105 31.968

税率 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 342 22.628 10.453 4.629 54.812

（二）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 2 的第（1）列展示了基准回归方程（1）的估计结果，揭示了年龄结构、经济发展水平

等因素与慈善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国家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后，年龄结构对慈善水平有显

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每增 1%，慈善捐赠指数会相应下降 1.467%。

这一发现表明，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不过，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人口规模、就业水平以及教育水平等因素，都在不同程

度上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其中，教育水平对慈善水平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系数为 7.653），

反映了教育对于提升公众慈善意识和捐赠行为的重要性。相对而言，技术水平的影响较小，系

数为 0.102，但同样表明科技进步对慈善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收入水平系数和税率系数对慈善水平的正向影响，显示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

之间的紧密关系。当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增加时，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进而

有余力投入到慈善活动中去。再分配作为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手段，通过税收和社会保

障等方式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税率对慈善水平的正向影响，则体现了税收政策在激励慈

善捐赠方面的积极作用。虽然政府支出作为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未直接显著影响慈善捐赠，但

可能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间接影响慈善事业。

a 作者根据慈善救助基金会数据库、OECD 数据库和佩恩表 10.0 中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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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基准回归
WGI

捐款
donation

志愿服务
volunteer

经济发展水平
4.108**

(2.200)
24.323*

(1.877)
17.614***

(3.318)

技术水平
0.102**

(2.372)
1.250***

(3.941)
-0.052

(-0.398)

人口规模
0.911***

(2.865)
0.394

(0.227)
1.321

(1.271)

就业水平
0.476***

(6.344)
-1.185**

(-2.474)
0.883***

(3.012)

年龄结构
-1.467***

(-9.042)
0.413

(0.549)
0.121

(0.227)

教育水平
7.653**

(2.003)
33.465
(1.594)

28.045**

(2.298)

收入水平
0.406***

(5.580)
0.431

(1.524)
-0.462*

(-1.986)

政府支出
0.091

(0.722)
-2.536***

(-5.655)
0.990***

(3.337)

税率
0.464***

(7.665)
0.781**

(2.474)
0.202*

(1.492)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30 162 71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2. 异质性分析

鉴于慈善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志愿服务、捐款及帮助陌生人等不同

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保持原有自变量不变，将慈善机构捐款指数（WGI_donation）、志愿服

务指数（WGI_volunteer）和帮助陌生人指数（WGI_stranger）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了更详尽的结果，如表 3 中的第（1）—（3）列所示。

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志愿服务指数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系数不

显著，但影响方向为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支出增加对志愿服务且有挤出效应。在慈善

机构捐款指数方面，我们观察到年龄结构和税率对捐款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与基

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对于帮助陌生人指数，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显著性消失，但其他因素

与基准回归一致。这表明，尽管不同慈善行为指标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年龄结构和税率均表

现出稳定的显著影响。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不同经济水平下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按收入水平对 OECD 成员国

进行了分组分析，结果见表 3 中的第（4）和第（5）列。对于高收入国家，经济、教育和收入

水平影响不再显著，政府支出虽不显著但影响方向为负，这提示高收入国家的政府支出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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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行为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于低收入国家，政府支出系数在 5% 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在

低收入国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对慈善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发现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

有益的启示，即可以通过合理增加政府支出来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通过按收入水平分组回归，

我们再次验证了年龄结果和税率无论在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均扮演着重要角色。

表 3 分组回归结果

(1) (2) (3) (4) (5)

慈善机构捐款
WGI_donation

志愿服务
WGI_volunteer

帮助陌生人
WGI_stranger

高收入国家
WGI

低收入国家
WGI

经济发展水平
1.069

(0.185)
8.503***

(3.364)
2.613

(1.033)
1.233

(0.360)
-4.675

(-1.602)

技术水平
0.235

(1.274)
0.143**

(2.210)
0.086*

(1.711)
0.128*

(1.698)
0.075

(1.636)

人口规模
4.354

(1.457)
0.852*

(1.744)
1.164***

(3.271)
2.196***

(4.195)
-0.503

(-1.210)

就业水平
0.247

(0.303)
0.657***

(5.566)
0.372***

(3.667)
0.503***

(3.495)
0.440***

(4.295)

年龄结构
-1.813***

(-3.784)
-1.602***

(-6.511)
-1.116***

(-5.950)
-1.605***

(-5.008)
-1.827***

(-9.020)

教育水平
13.930
(0.453)

9.423*

(1.810)
6.445

(1.493)
-3.883

(-0.437)
10.673**

(2.220)

收入水平
0.390

(0.822)
0.407***

(3.837)
0.269***

(3.280)
-0.129

(-1.488)
0.763***

(10.927)

政府支出
0.213

(0.253)
-0.109

(-0.574)
0.045

(0.335)
-0.105

(-0.561)
0.354**

(2.111)

税率
0.945**

(2.486)
0.478***

(5.998)
0.333***

(4.694)
0.351***

(4.900)
0.827***

(10.22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329 330 330 164 166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3. 稳健性检验

使用世界慈善捐助指数的一个缺陷在于该数据主要来源于盖洛普调查，依赖于受访者的自

愿报告和自我陈述。人们在报告自己的捐赠行为时有可能受到如记忆偏差、社会期望等各种因

素的影响，导致夸大或低估自己的捐赠情况，使数据可能存在不准确性和主观性的问题，影响

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本文采用了 OECD 数据库中私人援助数据和 ILO 数据库中志愿者率的

客观数据，替代原有的世界慈善捐助指数，确保更准确地反映慈善行为的真实状况，结果见表

2 的第（2）和（3）列所示。尽管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样本数量相对较小，但我们仍然可以

从回归结果中看到一些重要的趋势。即便在更换了被解释变量之后，税率对慈善行为的正向作

用依然显著。这一结果再次凸显了税收政策在激励慈善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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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国家慈善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初步探索了影响慈善捐助水平的因素。鉴于各国间存在的文化和

体制差异，需要进一步进行国家间的对比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国家在慈善实践中的独特性，

挖掘成功经验，为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为此，本文选取美、法、德、日、韩五国作

为代表性国家。首先，这些国家文化、社会体制及经济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多元性使我们

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不同国家慈善捐助的情况。其次，作为高收入国家，他们具有较强的慈善能力，

数据系统完善，文献资料丰富，能够更深入地探究影响慈善捐助的关键因素。最后，这些国家

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全球慈善和国际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我们

能更深刻认识不同文化和体制下的慈善捐赠影响因素和经验，为完善慈善政策和实践提供更具

针对性的建议。

（一）五国慈善捐赠基本情况

表 4 五国 2010—2023 年平均基本概况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慈善捐助指数（WGI）（%） 54.55 30.44 43.89 24.50 33.63

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 59.40 62.20 62.95 56.44 51.31

人均 GDP（美元） 59507.39 45438.48 52665.94 40829.97 39858.22

基尼系数 0.41 0.32 0.31 0.32 0.3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慈善救助基金会数据库、佩恩表 10.0、OECD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相关

数据整理得到。

注：佩恩表 10.0 数据更新至 2019 年，此处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为 2010 至 2019 年均值。

表 4 数据显示，美、法、德、韩、日五国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均超 50%，属高收入国家。

在收入分配上，除美国外，其余国家基尼系数相对均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劳动收入占

比高，但收入差距大，显示其再分配体系仍有待完善。在慈善捐赠方面，美、法、德、韩水平

较高，慈善捐助指数均超 30%，与回归分析结果相符，即高经济水平和劳动收入占比通常伴随

更高水平的慈善捐赠。

在慈善领域，欧美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较高的捐赠水平。特别是美国，2021 年其慈善捐

赠总额高达 4848.5 亿美元。个人捐赠占主导（67%），基金会和遗产分别占比 19% 和 9%。a

法国在慈善事业方面也表现出较高的水平，2019 年的捐赠总额仍达到 85 亿欧元，个人捐赠占

据主导（59%）。b 由于法国的财富团结税被房地产巨富税所替代，慈善捐赠金额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下滑，显示出了税收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刻影响。德国在慈善领域同样表现不俗，

a  美国施惠基金会：《2022 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报告》，美国施惠基金会官网：https://givingusa.org/wp-content/up-
loads/2022/06/GivingUSA2022_Infographic.pdf，2022 年 11 月 20 日。

b  法国基金会：《法国国家慷慨程度概览》，法国基金会官网：https://www.fondationdefrance.org/images/pdf/cp-pano-
rama-generosites-fdf-2021.pdf，2022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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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捐赠总额达到 58 亿欧元，参与人数占总人口的 30.1%。a

相较于欧美国家，亚洲国家慈善捐赠水平差异较大。东亚地区的慈善捐赠水平相对欧美国

家来说较低，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韩国在慈善捐赠方面表现相对较好，捐赠指数与东

亚和全球平均水平持平。2022 年韩国 13 岁以上人口人均捐赠金额达到 13.35 万韩元，较上一

年增加了 7.3%。b 日本虽为经济强国，但慈善事业水平相对较低，平均捐赠指数低于东亚和全

球平均水平。不过，日本个人捐赠总额逐年增加，显示出其慈善事业的潜力和增长空间。c

（二）五国慈善捐赠机制分析

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有效的机制支撑。五国在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慈善监管机制，推动慈善事业的稳步发展。具体而言，五国在

慈善机制方面的实践主要围绕税收机制、监督机制、法律体系和慈善意识培养四个核心方面展

开（见表 5）。美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了企业和个人积极投身于慈善捐赠。法德注重通

过制定严格法规、设立专门监督机构、政府引导支持等方式促进慈善事业良性发展。韩国注重

培养公民的慈善意识，形成慈善的文化氛围，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表 5 五国慈善机制总结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税收激励 税收减免 税收减免 税收减免 有限税收减免 税收减免

税收抑制 高遗产与赠与税 无 高遗产与赠与税 无 无

监督机制 三层次监督 三方监督
惩罚机制、内部

监督
外部监督、信息

公开
信息公开

法律保障 有 有 有 有 有

慈善意识 无 政府引导 理念培养 义利观
政府推动、文化传统、

名人效应

1. 再分配中的税收机制

政府税收政策在引导慈善捐赠行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税收政策主要分为激励政策和抑制

政策。激励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激发捐赠热情，抑制政策则通过提高遗产和赠与税率，减少代际

间财富差距，推动更多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具体而言，美德两国运用激励和抑制并行的税收机

制来促进慈善捐赠。美国高收入人群进行慈善捐赠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减免，使得个人捐款在

慈善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d 同时，遗产税政策起到了税收抑制的作用，通过鼓励富人们将部

分遗产捐赠出去，使得基金会捐赠和遗产捐赠在美国慈善捐赠中占据重要地位。与美国类似，

德国也通过对捐助者免税、税收优惠等方式来鼓励慈善捐赠，高额遗产与赠与税促进代际公平

与慈善发展。法国和韩国则使用税收激励支持慈善捐赠。法国不仅为捐赠的个人和企业提供税

a  德国捐赠委员会：《捐赠资产负债表》，德国捐赠委员会官网： https://www.spendenrat.de/bilanz-des-helfens-2022/, 
2022 年 11 月 20 日。

b  韩联社：《统计：韩国人均现金捐赠额首次减少》，韩联社官网：https://cn.yna.co.kr/view/ACK20231116002900881，
2024 年 4 月 24 日。

c  日本筹款协会：《2017 年度日本慈善捐赠》，日本筹款协会官网：https://jfra.jp/wp/wp-content/themes/jfra2015/img/
english/pdf/givingjapan2017.pdf，2022 年 11 月 20 日。

d 李亦楠：《中美慈善捐赠结构比较研究》，《治理研究》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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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减免，还对从事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支持。韩国允许捐款给法定捐款团体的公

民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全部捐款金额，a 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捐赠热情。

相比之下，日本的慈善税收激励政策较为保守，对慈善组织的地理位置和税收减免总额有所

限制。尽管日本推出“故乡税”计划来鼓励居民向地方政府捐款并享受税收减免，但与欧美国家

相比，激励力度仍然较小且作用有限，这或许是日本慈善捐赠事业相对不够发达的一个原因。

2. 慈善监督机制

慈善监督机制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五个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监督体系，通过

严格的监督机制保障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提高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调动个人参与

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美国在对慈善机构的监督上实行对内监督、政府监督和对外社会监督三个层次的机制。b

慈善机构内部设监督机制，接受捐赠者、第三方审计和公开网站监督；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与

国税局和州政府系统共同确保合规性；媒体和慈善支持组织也提供舆论监督和建议，促进透明

高效运作。法国在慈善事业监督方面同样严格，在经历了一系列慈善丑闻后，要求慈善机构公

开财务信息、向捐赠者报告、设立举报机制，逐步加强对慈善机构的公众监督。慈善机构受到

了来自法院、内部和行业层面的三方监督。审计法院负责审查并公开审核结果，接受公众监督；

慈善研究中心通过系统性研究了解慈善机构的运作情况，为监督提供支持；慈善行业标准委员

会对慈善机构的资质进行认证，通过颁发证书实施行业监管。

德国在慈善事业监督方面注重惩罚性措施和内部监督。一方面，对违规慈善机构严加处罚，

甚至可能解散并没收财产。另一方面，德国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DZI）负责对慈善机构

进行审查并颁发符合标准的机构徽章，确保行业的健康发展。c 亚洲国家更多采用外部监督，

保证慈善机构的合法性和透明性，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日本慈善机构需接受外部严格审

查及公民监督，韩国也通过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3. 慈善法律体系

五国都采取积极举措构建慈善法律体系，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增强了公众

对慈善机构的信任。虽然美国尚无独立的慈善法案，但在对慈善捐赠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上，税

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税收激励与抑制机制，美国有效推动了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凸

显了税收在慈善领域中的独特地位。

欧洲国家在慈善机构的法律制度建设上也走在了前列。法国早在 1901 年就通过了《社会

团法》和《筹募管理条例》，奠定了法律对非营利机构进行规范的基础。此后慈善法律体系不

断完善，为慈善捐赠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保障。德国也通过《德国基本法》《德国民法典》等法

律法规，对慈善机构进行立法层面的监督。亚洲国家同样重视慈善事业的法律保障。日本已建

立了包括《社会福利法》《公益法人制度》等在内的一套完备的法律框架，为慈善事业的有序

a  韩国国税厅：《2020 年度外国人年末精算指南》，韩国国税厅官网：https://www.nts.go.kr/comm/nttFileDownload.
do?fi leKey=1e739e3d00d34c47f6e78df7730dc6a4，2022 年 10 月 18 日。

b 陈为雷、毕宪顺：《美国慈善事业监管体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东岳论丛》2015 年第 7 期。

c 谢琼：《欧洲慈善监管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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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韩国政府也通过多项法律举措，如《韩国国际合作团法》和《募

捐使用法》等，既鼓励和规范慈善捐赠，又为非营利组织的活动提供法律支持。

4. 慈善捐赠意识

各国在培养慈善意识方面也各有侧重。具体来说，法国政府在慈善意识培养中扮演了关键

角色。法国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设立项目以及政府官员的积极参与，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强大的

支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了慈善的榜样。德国注重系统性地培养慈善理念，强调慈善理念和

志愿服务的重要性，通过各个阶段的教育来强化第三次分配的道德基础。韩国在培养慈善意识

方面采取了多重举措。一是政府通过实践让民众亲身体验慈善，积极开展韩国国际志愿者等各

类义工项目。二是韩国文化中的奉献传统为慈善意识的培养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此外，韩国深

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捐赠文化与个人英雄主义在韩国社会备受推崇，并且名人效应的作用显著，

知名艺人的慈善行为激励了更多粉丝参与慈善事业。

相比之下，日本并未特别强调慈善意识的培养，其文化观念可能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构成一

定障碍。日本社会强调公平，难以接受因个人能力差异导致的巨大收入差距，这种文化观念反

映在其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上。再加上高富人所得税率（最高 45%）和遗产税率（最高

55%），慈善捐赠的动力被进一步削弱。a 传统的“义利”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

慈善捐赠意愿。人们因获得帮助而感到有义务回报，减少人们直接参与慈善捐赠的意愿。

总的来说，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国家，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一些核心要素。健全

的慈善立法制度为慈善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合理的税收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鼓励了民

众的慈善捐赠行为，又有效遏制了滥用慈善资源的现象；严格的多层次监督体系则确保了慈善

资金使用透明公正，维护了公众的信任；而积极引导慈善价值理念，则使公众的慈善意识得到

提升，并通过教育和宣传带动社会风气向善。多种要素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有利于慈善

事业繁荣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国家间异质性分析

艾斯平 - 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将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划分为盎格鲁 - 撒

克逊的自由主义模式、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模式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三种模

式。b 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不难发现美国慈善事业的独特点与其所代表的盎格鲁 - 撒克逊模

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慈善事业主要依赖个人和组织的参与，享有较大的自由度，主要由

非盈利组织推动。个人将社会挑战视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不直接介入慈善组织的内部管

理和捐赠活动，这使得民间慈善机构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c 因此，美国并未设立专门的慈善

法律，而是通过税法激励慈善行为，激发全社会的慈善热情。

与此相对，欧洲大陆模式的国家如德法更注重建设完善的福利制度。自 1873 年俾斯麦建

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来，欧洲大陆国家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公民提

a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居民赴日本投资税收指南》，国家税务总局官网：https://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44/
n1671176/n1671206/c2183143/5116165/fi les/f5353d4d3ab74a2da5b266cb8a968962.pdf，2022 年 10 月 18 日。

b 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27.
c 郑功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评估与政策思路》，《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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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坚实的生活保障。一方面，其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随着福利国家的

兴起，社会保障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模式国家，政府在引导慈

善事业的发展上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不仅对慈善组织进行严格的监管和管理，还在一定程

度上分担了慈善组织的职能。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模式与慈善事业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互补关系。作为国

家依法给予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核心目标是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

平。慈善则是对社会保障的一种有益补充，由个人或组织自愿开展公益活动。在不同的文化和

社会背景下，二者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共同构成了社会福利领域的多元性和适应性。

以美国为例，其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较为简约，因此更加依赖于个人和私人组织在慈善事业

中的投入。美国的慈善事业繁荣发达，慈善指数高居世界前列。2021 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额高

达 4848.5 亿美元，这些资金广泛用于教育（707.9 亿美元，占比约 14%）、人道服务（653.3 亿

美元，占比约 13%）、公共社会福利组织（558.5 亿美元，占比约 11%）、健康（405.8 亿美元，

占比约 8%）等关键领域，a 有效弥补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而在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模式

国家，政府则通过社会保障覆盖率极高的福利体系，为国民提供全面的基本生活保障。法国至

少享有一种社会保障的人口占 100%，德国的这一比例也高达 99.5%。b 尽管如此，慈善事业在

这些国家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政府福利制度形成了有益的互补。政府与慈善组织紧

密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政府通过慈善组织的参与，可以更全面地满足社会多

元化的需求，慈善组织则借助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为社会作出更大

贡献。这种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良性互动，使得欧洲大陆模式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更加

完善，为公民提供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保障。

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模式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并非偶然，体现了社会责任与个体力量的有

机结合。在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感往往更强，因此更愿意参与公

益活动，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在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的国家，慈善事业也面临着更大的挑

战和机遇，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来弥补政府的不足，共同为社会的福祉贡献力量。

五、我国第三次分配现状

与 OECD 成员国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起步稍晚，但发展势头强劲。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

规模呈现出扩大的态势。2022 年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达 1085.3 亿元，相比疫情前有了显著的

增长。c 慈善组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2023 年同比增长 7.74%。d 截至 2024 年 4 月，我国实名

a  美国施惠基金会：《2022 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报告》，美国施惠基金会官网：https://givingusa.org/wp-content/up-
loads/2022/06/GivingUSA2022_Infographic.pdf，2022 年 11 月 20 日。

b 国际劳工组织官网：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WSPDB.action?id=13，2024 年 4 月 24 日。

c  数据来源于 2018、2019 和 2022 年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d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慈善事业 2023 年十大进展与 2024 年五大趋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https://
www.scf.org.cn/csjjh/n3421/n3424/n3426/u1ai299781.html，2024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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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总人数已达 2.36 亿人。a 我国在慈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制定了一

系列与第三次分配慈善捐赠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尽管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第三次分配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税收激励机制

作为推动慈善捐赠的重要杠杆，在我国并未充分发挥作用。尽管目前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慈

善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但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我国的税收减免条件严格且操作

繁琐，阻碍了公众的捐赠热情。另一方面，符合税收减免条件的捐赠者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面

临诸多困难，如繁琐的证明材料和冗长的审批流程等降低了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和效率。究其根

源，我国在税收法规的设计上还存在不足，未能充分考虑到慈善事业的实际发展需求。相关部

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过于保守，缺乏必要的创新和灵活性。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的慈善事业起

步较晚，还没有形成浓厚的慈善文化氛围。

其次，监管机制不足也是制约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

定的慈善机构监管体系，但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慈

善机构的监管更多停留在指导性层面，缺乏具体、细化的执行标准和监督手段，b 导致难以对

慈善机构进行精准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我国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慈善机构的运营

和资金使用难以受到有效的外部监督。此外，有限的信息公开度使公众难以获取慈善机构的详

细信息，进一步削弱了公众监督的有效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国的社会治理结构和公众监督

意识有关。当前我国慈善机构的监管往往依赖于政府部门的行政手段，公众对慈善事业的关注

度和监督意识相对较低，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氛围。

再次，我们不能忽视慈善机构的透明度问题。透明度是慈善机构赢得公众信任的基础，也

是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的慈善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不足，信息不对称现象

较为普遍，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这不仅削弱了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感，更降低了人们

的捐赠积极性。

尽管我国在第三次分配方面仍存在不足，但我们不能忽视其在推动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方面

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第三次分配不仅限于慈善，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旨在缩小收入

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下滑，是加剧不同社会群体间收入差距的重要

因素之一。同时，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更多关注行政和经济建设，对民生和社会保障的投入略显

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起步较晚，发展尚不够成熟，调控

资源分配能力有限。c 因此，要实现更公平的第三次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不可少。

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不足，

更能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无论是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还是欧洲大陆模式，慈善事业都在补

充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于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我国的经济模式与欧洲大

陆模式在某些方面更为契合，主要体现在政府宏观调控经济、重视社会保障制度、追求社会公

a  中国志愿服务网：https://chinavolunteer.mca.gov.cn/site/home?eqid=ab237b600002c4b00000000664746b3e，2024 年 4 月 24 日。

b 吕鑫：《从慈善事业到第三次分配：理论解析、实践现状与规范重构》，《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6 期。

c  郑功成：《面向 2035 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社会保
障评论》202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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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谐的共同理念等方面。因此，我国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需要鼓励和支持慈善事

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更公平的第三次分配，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资源分配得到有效调节，减少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积极发挥

慈善机构的作用，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鼓励更多的人和企业投身慈善公益活动。同时，

加强监管机制建设，提高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增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感。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实现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目标。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深入分析了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首先，税收政策对激励慈善

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次，对于志愿服务活动和高收入国家来说，需要警惕政府支出的

挤出效应，以免削弱个人和企业慈善积极性。此外，通过研究代表性国家案例，我们发现这些

国家慈善事业发展成功的关键在于实施了有利于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建立了严格的监管制度

和完备的法律体系来确保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同时政府的积极价值观引导也起到了重

要作用。这些都是推动慈善事业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

然而本文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由于慈善行为涉及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存在诸多困难，我

们难以获取全面、准确的数据来支持研究，使得研究结论可能无法完全涵盖慈善行为的各个方

面。第二，慈善行为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领域，其背后的机制和影响因素众多且相互交织，当

前的研究方法可能还无法完全揭示这些复杂关系。第三，文化和社会背景对慈善行为的影响复

杂，尽管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分析了各国慈善活动的影响因素，但并未深入探讨其影响机制。未

来研究需深入探究慈善行为运作机制，以更好地理解影响因素背后的原因和路径。

结合实证研究与典型国家案例，针对我国第三次分配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其

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初次分配制度面临的困难，构建“技能 - 贡献 - 回报”相匹配的初次

分配新机制更多的注重个体的技能水平、创新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对于具备高技能和

突出贡献的个体，应给予相应的薪酬和奖励，以此激励他们持续发挥优势，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同时，也将激发其他个体提升自身能力的积极性，推动社会整体技能水平的提升。

其次，应积极推动“共享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既着眼于基本生活保障，又致力于通

过多层次、多元化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保障资源的均衡分配和高效利用。还要通过完善社会

保险制度、扩大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加大社会救助力度等一系列措施为全体人民提供更为全面、

优质的社会保障服务。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社保信息的精准管理和个性

化服务，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

再次，在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可以考虑采用“跨界融合”的创新模式。通过整合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方力量，与文化产业、教育事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实现深度融合，拓宽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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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资金来源和用途，增强社会影响力。为了激发更多人参与慈善捐赠，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进

行调整。例如，在税收政策方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倾斜，优化减免税的流程，支持设立慈善捐

赠专项基金。加强对慈善事业的信息披露，强化公众参与。可通过建立慈善事业“互联网 +”

平台，做到信息的实时更新与透明公开，建立公众参与反馈机制来促进公众更积极地投入到慈

善事业中来。政府也应该在培育慈善文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开展“慈善教育进校园”等活动，

形成人人参与慈善、人人支持慈善的良好氛围。

最后，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实现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协调互补。

通过加强政府引导、鼓励社会参与和发挥市场作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可持续的社会

治理体系，进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

An Empirical Study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hird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OECD Member States
Gao Yu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distribu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signifi cant factors infl uencing the third distribution by analyzing data from OECD member 
countri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adjustments in tax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However, caution is required to prevent the potential crowding-out effect resulting from 
government spending when devising fi scal policies. Additionally, the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haritable mechanisms in fi ve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ase studies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prioritizing incentives and 
transparency in charitable mechanisms, enhancing the supervision of charitable project execution, and 
leveraging the government's guiding role.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developing social security schemes and the charitable system, ensuring their 
alignment with national laws, policies, and socio-economic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ereby enabling more 
individuals to benefi t from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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